











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这些被遗忘的人物大体有几种情形：  
  一种是他们或多或少地同国民党政府有过瓜葛，做过一些文职或闲职官
员，如张彭春，余上沅等，因此便在戏剧史上人为地抹去了他们的名字，或至
少不去张扬他们的业绩。张彭春是曹禺的导师，南开话剧的创始人，杰出的早
期导演艺术家，他写的《新村正》较《终身大事》还早，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
胡适曾经盛赞此剧的社会现实勇于抨击的积极意义，但他在话剧史上的地位却
一直不被重视。在新时期话剧研究中，人们因为发现了张彭春，从而发现了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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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话剧运动；而对南开话剧运动的重新评价，又使人们对中国早期话剧史的形
貌有了全新而具体的认识。  
  余上沅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南京国立剧专校长、剧作家、戏剧理论家、“国
剧运动”的倡导者，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他与其政府上层人物张道藩等有些交往
和联系，但他本人毕竟是一位文化人，并且对中国戏剧人才的培养做出过很大
贡献。因此，他之被忽略可能会引起中国戏剧研究在某些方面的欠缺。新时期
以来，余上沅和“国剧运动”得到了新的评价，从而使人们看清了曾经一度被
掩盖、被歪曲了的历史的真面目，而对其艺术主张的再认识，则从当今文化发
展的视角出发，给话剧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。  
  长期以来，余上沅等倡导的“国剧运动”所标榜的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一
直被视为是对“为人生而艺术”的理论主张的反动，而实际上历史的真实情形
却并非如此。“国剧运动”的倡导者们的理论主张，体现着中国草创期的戏剧
理论的创造性价值，也显现着 初的成绩，他们对中国戏曲的美学评价，对
“问题剧”的批评，对中国戏剧发展道路的思考，不但是对五四运动之后，写
实主义的极端化──“仅有问题而没有戏剧”的创作现象的反拨，而且有着其
自身对艺术之学术价值的求索。  
  还有一种历史人物也是以往戏剧史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对象，他们与国民
党统治集团无关联，但多系留学欧美的学者，或是持有“民主个人主义”的主
观倾向，故也被以无产阶级的艺术家自居的人们划为圈外之人，像宋春舫、王
文显、李健吾、杨绛等。宋春舫是五四时期 早介绍外国戏剧的学者，他的
《世界近代剧目百种》登在《新青年》上，影响颇大。稍后，他对在欧洲正发
生的现代主义戏剧流派，如表现派、象征派、未来派以及小剧场戏剧运动都曾
作过相当具有识见的介绍和评价，他对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特点的揭示，也比
那些五四时期的旧剧否定派要更具学理意义。王文显、李健吾、杨绛等人的幽
默喜剧创作，使得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呈现出类别上的丰富性，但是长期以
来，他们和他们的喜剧，却被当成是非主流的无足轻重的存在，因此被忽视甚
至被埋没。特别是李健吾，他的一些剧作和他的戏剧批评独具一格，可惜的
是，对这位集戏剧翻译家、研究家、剧作家、批评家于一身的戏剧家，至今的
研究成果还无法再现其成就的全部。  
  此外，还有一种戏剧史中的人物，是由于研究的深入而终于把他们发掘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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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的，像徐 xu、濮舜卿、陈楚淮、高长虹、向培良、白薇等，当人们把一部话
剧史仅仅看成是“运动史”时，很可能因为他们常常处于“运动”的边缘而受
到忽视，而一旦将话剧史放在东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现代社会的大背景
中，他们的创作形态就有了个案研究的全新价值。在文学史上徐 xu 以写鬼小
说出名，其实他更迷恋戏剧，他所创作的的戏剧不仅数量繁多，而且他对于现
代艺术手法如未来主义戏剧的探索与尝试，也显示着民族的文化心态对西方的
文化思想在接受过程中的变异性特征。而向培良则是一个在戏剧理论上著译甚
丰的戏剧家。现有资料表明，一些从前不同程度地被忽略的戏剧人物，现在则
在不同层面上引发了人们重新讨论、评价的热情，如对剧作家陈大悲、侯曜、
汪仲贤、姚克、柯灵、师陀、袁牧之、谷剑尘、于伶、石凌鹤、章泯、姚时
晓、冯乃超、胡也频、徐志摩、沈浮、张俊祥、左明等的研究，正逐渐展开。
这些剧作家被重新提起，重新发现，重新评估，其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了戏剧史
的局部章节，而是大大地丰富了话剧史的总体面貌，这使得中国戏剧史上曾经
出现过的思潮、流派的历史情形更趋清晰，同时，也对人们总结中国话剧的发
展特点和历史规律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 
 
